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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帮史研究中商人身份的判定问题
———以徽商研究为例

梁仁志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　２４１００２）

摘　要：准确判定商人身份，是商帮史研究立论的前提和基础。在以往的徽商研究中，对徽商身份的判定存
在三个值得注意的普遍性问题：一是将“徽商之子”视作“徽商”，其结果是对明清士商关系和商人社会地位变化

的讨论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二是“徽商”概念扩大化，即将历史上的宁国商人等其他地域商人纳入徽商研究范畴，

或将非徽商资料误为徽商资料，从而模糊了徽商研究的学术边界；三是将“徽商”与“徽州籍商人”等同起来，从而

忽视了商人的自我认同，或将“徽商”概念推及长期与徽州几无联系的徽商后裔，从而无助于揭示徽商问题的本

质。在今后的商帮史研究中，研究者应高度重视对商人身份的判定，严格恪守史学的求真原则和历史原则，同时

也应注意制度与“人”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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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中国十大商帮”为代表的商帮史研究业已取得丰硕
成果①，特别是徽商、晋商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高质量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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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十大商帮”一般是指晋商、徽商、陕西、宁波、山
东（鲁商）、广东（粤商）、福建（闽商）、洞庭、江右、龙游等十

个商帮。参见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黄山

书社 １９９３年版。



究论著不断出现①。有学者指出：“健康状态下的历史学，

不能没有理论思考。”②对逐步发展成熟的商帮史研究进行

适当的理论反思，总结经验，审视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于其今后的健康发展大有裨益。柯林武德说：“科学是要把

事物弄明白；在这种意义上，历史是一门科学。”③准确地判

定商人身份，无疑是弄明白商人相关问题的首要前提，也是

商帮史研究是否科学的一个基本前提。一旦前提错了，其

立论便不攻自破。鉴于此，本文拟以徽商研究为例，对以往

在商人身份判定上存在的问题或需要进一步讨论的话题作

初步考察。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批评指正。

一、“徽商之子”与“徽商”

将“徽商之子”视作“徽商”，是以往研究者在徽商身份

判定中较常出现的问题。如清代徽商子弟程梦星（１６７８—
１７５５），曾祖父量入（１６１２—１６９４）、祖父之閤（１６２４—１６９３）都
是两淮盐商。量入“本歙人，迁江都”④，“孝友仁恕，业盐起

家”⑤。之閤“善承父志”⑥，“两淮倚重，衣被后人……康熙

甲寅、乙卯间军兴，与旁午公筹饷急公，不遗余力。御史郝

浴上其事，以太学生恩授五品官，覃恩诰赠奉直大夫。”⑦梦

星为徽商子弟当无疑问，但我们能否据此判定他为徽商呢？

梦星生平，《四库全书总目》《国朝词综》《清文献通考》《清

续文献通考》《淮海英灵集》《国朝诗人征略》《蒲褐山房诗

话》《湖海诗传》《清诗别裁集》《扬州画舫录》《晚晴鋎诗

汇》、道光《徽州府志》、民国《歙县志》等文献皆有记载，内容

大略相同，均无梦星经商的记录。道光《徽州府志》引用了

阮元所辑《淮海英灵集》的介绍：

程梦星，字午桥，江都人。父文正，字笏山，康熙辛未进

士，官工部主事，年四十四卒。梦星辑其遗稿为《水部遗诗》

一卷。梦星，康熙壬辰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太

史少颖异，弱冠以诗鸣。迨入承明，宦情早淡，丁内艰归，筑

?园并漪南别业以居，不复再出。扬州为东南都会，民物滋

丰，人有余力。当时名流贤士流寓者多，太史主盟坛坫历数

十年。诗分十集，曰《江峰》，曰《分藜》，曰《香溪》，曰《畅

余》，曰《
+

余》，曰《漪南》，曰《五贶》，曰《山心》，曰《琴语》，

曰《就简》，总名《今有堂集》，附以《茗柯词诗》。终于乾隆丙

寅、丁卯间，年逾七十矣。又著有《李义山诗集笺注》。见

《淮海英灵集》传⑧。

并补注：“梦星，歙岑山渡人，侨居江都。”⑨据家谱载：

梦星父“文正公……康熙甲子科举人，辛未科进士。授工部

都水司主事，钦差督理街道，覃恩敕赠承德郎、翰林院庶吉

士。居官数载，勤慎廉洁，不名一钱。假归后，键户养疴，持

躬端饬，动止皆有尺度。潜心诗古文辞，兼善书法。所著有

《仁庄集》《仁方集文稿》《江村阁诗》及《水部遗稿》行世。

载《江都县志》《扬州府志》《儒林传》。”瑏瑠上述记载表明，程

梦星家族在其父文正（１６６１—１７０３）时已入籍江都瑏瑡，并通过

科举进入仕途。梦星在中进士后曾由庶吉士任翰林院编修

等官职，后便过着读书著述的生活。显然，程梦星是一位典

型的士人，其个人身份并不是商人，这本已不是什么问题。

但近年，一篇《程梦星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曾言：“程

梦星与扬州文坛的关系，可以视为十八世纪士商互动的一

个缩影”；“商人与文人的交往，不乏附庸风雅者，但也有商

人随着文化修养和品格的提升，与文人无异。程梦星正是

后者，这在他与文人的唱和诗中有鲜明的体现。他的笔下

与文人的友情，不是建立在廉价的物质同情基础上，而是来

自于心灵深处的互相慰藉。”瑏瑢于是本是士人的徽商子弟程

梦星便成了商人典型。该文随后又说：“清人著述言及商

２３１

　安徽史学 ２０１６年第 ５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瑏瑠

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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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研究的具体状况可参见：王世华：《徽商研究：回

眸与前瞻》，《安徽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４ 年第 ６ 期；王振忠：
《徽学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６—６７ 页。
晋商研究的具体状况可参见：刘建生等：《晋商研究述评》，

《山西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 ６ 期；赵海涛等：《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年
晋商研究综述》，《运城学院学报》２０１４年第 ３期。

王学典：《“假问题”与“真学术”：中国社会形态问题

讨论的一点思考》，《东岳论丛》２０００年第 ４期。
［英］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历史的

观念（增补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 １０页。
乾隆《江都县志》卷 ２２《人物·笃行》，江苏古籍出版

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２８２页；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 ５２《人物·
笃行》，广陵书社 ２００６年版，第 １０１０页。

民国《歙县志》卷 ９《人物志·义行》，江苏古籍出版
社 １９９８年版，第 ３５４页。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 ５２《人物·笃行》，第 １０１０
页。

《新安岑山渡程氏支谱》卷 ５《十一世》，清乾隆六年
木活字本。

⑨道光《徽州府志》卷 １１ 之 ４《人物志·文苑》，江苏
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版，第 ３３５ 页。

（清）程文桂等修：《新安岑山渡程氏支谱》卷 ５《十二
世》。

因徽州与两淮盐运司所在地扬州在明代同属南直

隶，后同归江南省，至清康熙六年（１６６７ 年）始分治，故作为
徽商中坚的徽州盐商始终未能在扬州获得“商籍”。因此，

为避免长途跋涉返回徽州原籍考试，很多两淮徽商子弟遂

入籍当地，以取得在当地就学或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程

文正或其先人入籍江都当与此有关。参见王振忠：《明清徽

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９６ 年
版，第 ６１—６２页；梁仁志：《明清侨寓徽商子弟的教育科举问
题》，《安徽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

王娟娟：《程梦星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２０１０年，第 １７、４０页。



贾，往往避而不谈，程梦星及其友人的集子无一条关于其经

商的记载，仅《歙县志》中‘业盐’二字为证恐显单薄。”①可

见，作者自己对程梦星的商人身份都产生了怀疑。可是检

索道光、民国版《歙县志》及其他方志中程梦星的记载，并无

“业盐”二字。也就是说，作者所称的唯一一条可支撑程梦

星商人身份的证据也并不存在。

有学者在讨论明清商人和儒学的一般关系问题时，也

曾将徽商子弟程智误为徽商：

黄宗羲《林三教传》曰：“近日程云章倡教吴、鄣之间，以

一四篇言佛，二三篇言道，参两篇言儒……修饰兆恩之余

术，而抹杀兆恩，自出头地。余患惑于其说者不知所由起，

为作林三教传。”（《南雷文案》卷九）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程云

章的三教运动。云章（亦作“云庄”）名智，本是徽州典当商

出身，落籍于吴，生于 １６０２年，卒于 １６５１ 年。他提倡三教合
一必极有影响，所以同时代的黄宗羲才特别要写此传来揭

破他的底细。这是 １７ 世纪徽商参加并领导三教运动的明
证。由此可见商人由于读书识字之故，直接吸收儒家及其

他宗教伦理的机会是非常多的。程云章的例子更使我们了

解：商人对于宗教和道德问题确有积极追寻的兴趣，不仅是

被动地接受而已②。

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说：

十五、六世纪以来社会上有一个长期的“弃儒就贾”的

趋向，许多不第秀才都跑到商人阶层中去了……稍后徽商

程云章（１６０２—１６５１）也继林兆恩而起，倡一种三教合一的教
派③。

据其相关著作的注释④可知，他将程智视作商人的唯

一证据是日本学者酒井忠夫在《中国善书の研究》一书中的

记载：

关于程智，现存史料有《程氏丛书》。其中收集的程智

著作，有《河图辩》《易学要语》《大易一四说》《东华语录》等

等。在文集的前后则收录有程云庄的弟子们所编纂的年谱

《大易师云庄亟士程子年谱》。据年谱可知，他生于万历三

十年，顺治八年五十岁时去世，是徽州府休宁县人，其家庭

及家族以商贾为业。“徽俗以治生为要务，科举则在其次。

师既不从事治生，也不习举业。”⑤

“徽州府休宁县人，其家庭及家族以商贾为业”这句话，

表明程智是徽商子弟出身当无大问题。《大易师云庄亟士

程子年谱》中“师既不从事治生，也不习举业”一句，则表明

程智自己并未经过商。国内目前尚未见《程氏丛书》的相关

信息，但年谱中的这段文字却可与方志中的记载相互印证：

康熙、道光版《休宁县志》皆说：“程智……幼读书，以圣贤为

分内事。弱冠，深究易理，至忘寝食，闻善《易》者必就正焉

……入径山闭关三年。”⑥表明程智根本无经商时间。乾隆

《长洲县志》说他“不喜举子业”⑦，也与“不习举业”一句相

呼应。这说明该年谱的记载是可信的。既然程智从未经过

商，又怎能作为商人典型呢？

将“徽商之子”误为“徽商”的例子还有很多，特别是在

讨论明清士商关系和商人社会地位变化等问题中，其后果

则无疑使原有讨论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余英时曾提出“士

商通婚是这两个社会集团之间的重要桥梁”⑧的观点，《程

梦星研究》一文遂以程文正的例子来为余先生的观点作注

脚，认为“程梦星父母的婚姻正是士商姻缘的例证”⑨。

据家谱载，梦星曾祖父至其本人四代的婚姻情况如下：

量入所娶“义城朱氏”，之閤所娶“章岐汪氏”、继娶“江村江

氏”，文正“聘石冈候选州同知汪元康女”，“娶休宁康熙丁未

科进士、刑部浙江司主事汪懋麟女”，梦星“娶襄陵康熙戊戌

科举人乔鹤
*

女”瑏瑠。量入所娶“义城朱氏”、之閤所娶“章

岐汪氏”、“江村江氏”当非士家之女。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

境下，如果是士家之女，家谱中一般会明确标出，以光门楣。

“自（量入）公迁扬，创业成名，遂大其世”瑏瑡，说明程梦星家

族从量入公才开始壮大，故量入公本人作为创业者娶平民

之女自然易于理解，但为何其子之閤所娶者仍为平民而非

士家之女，而其孙文正、曾孙梦星所娶均为士家之女呢？一

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他们的身份不同———之閤仍为商人，

而文正、梦星却是士人。换言之，程梦星父母的婚姻并非是

３３１

·商帮史研究中商人身份的判定问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瑏瑠

瑏瑡

⑨王娟娟：《程梦星研究》，第 ４６、６页。
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湾联经

出版事业公司 １９８７年版，第 １２５ 页。
余英时：《中国文化史通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 ２０１２年版，第 １１８—１１９页。
原注 １３３：“日本内阁文库藏有《程氏丛书》附《年

谱》，见酒井忠夫：《中国善书の研究》（东京：弘文堂，一九六

），页二八二。”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

神》，第 １２５ 页。
需要指出的是，余英时引用这段话时在此处加有注

释：“《大易师云庄亟士程子年谱》，天启四年、师二十三岁之

条目。”弘文堂 １９６０年版《中国善书の研究》原文中并无此
注，故为余氏补注。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

人精神》，第 １２５ 页；［日］酒井忠夫：《中国善书の研究》，弘
文堂株式会社 １９６０年版，第 ２８２页。

康熙《休宁县志》卷 ６《人物·文苑》，台湾成文出版
社有限公司 １９７０年版，第 ８０５ 页；道光《休宁县志》卷 １２《人
物·文苑》，江苏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版，第 ２７５ 页。

乾隆《长洲县志》卷 ２７《流寓》，江苏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３４０页。

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

想史之一面相》，《余英时文集》第 ３ 卷《儒家伦理与商人精
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 １７０页。

《新安岑山渡程氏支谱》卷 ５《十世》《十一世》《十二
世》《十三世》。

《新安岑山渡程氏支谱》卷 ５《十世》。



真正意义上的“士商姻缘”，身为刑部浙江司主事的汪懋麟

之所以愿意将女儿嫁给程文正，根本原因当是程文正的士

人身份，如果硬要理解为是因为文正的富商子弟出身，恐怕

谬以千里矣。程文正与汪懋麟之女的婚姻，能在多大程度

上推动士商融合，是一个颇值得讨论的问题，又能在多大意

义上体现当时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更是一个值得怀疑的

问题。

因此，对余英时的观点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可以

将士商通婚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士之子女与商人本人通婚；

二是士之子女与商人家庭出身的非商人身份的子女通婚。

第一种情况当然可以视作士商融合的重要标志，但第二种

情况则恐难以做出如是判断。而揆诸史实，显然第二种情

况更为普遍。也因此，将所谓的士商通婚视作士商融合甚

至商人社会地位上升的重要标志当需慎重。

关于商人身份的误判，还有一种情况也值得注意，一些

学者尝试从服饰逾制的角度来论证明清商人社会地位的提

高，但却忽略了这些商人可能已通过捐纳而获得了另一重

身份。把他们作为商人，是逾制，但从捐纳获得的身份来

看，则就不存在逾制行为了。学者可以从研究者的角度强

调他们的“商人”身份，但不能要求明清政府也这样做，更不

能以此推导出“政府‘默认’商人衣服逾制→商人社会地位
上升”这样的结论。

二、“徽商”概念的扩大化

“徽商”概念的扩大化，也是以往研究者在徽商身份判

定中出现过的问题。如一些学者就将历史上的宁国商人纳

入徽商研究范畴，王裕明认为，“紧邻徽州的宁国府泾县、旌

德、太平诸县商人，在徽商的影响下，亦颇为活跃，与徽商一

道并称为徽宁商人，或统称为徽商。故而，徽州典商的地域

界定为徽州一府六县，间及宁国府县。”①《徽商系列丛书·

近代商人》一书也将近代宁国府太平县商人作为研究对

象②。陈朝曙把近代赫赫有名的宁国府太平县苏雪林商业

家族称为“徽商家族”③。唐宗力曾说：“泾县、歙县，历史上

都以外出经商闻名，统称为‘徽商’。”④

历史上宁国商人与徽商关系密切是客观事实，清人朱

锦琮在《治经堂诗集》就说：“当今之时，惟山右独擅其能，次

则徽宁之休、歙、泾、旌。其地皆鲜山泽土壤之利，不得不出

而为商，而又累世相承，其居奇之货、兼并之利、权子母之术，

有非寻常意计所能及者。虽其地无所出，而合四方之财归

于其地。故山右之富甲天下，休、歙、泾、旌之富甲江南，然则

人可以奋然起矣。”⑤正如李甜、陆洋所言，朱氏是“将宁国

商人与徽商视作一个整体”⑥。近代以来的一些论者也多

将宁国商人与徽商合称“徽宁商帮”或“徽宁帮”，并视作安

徽商帮之代表。如清末日本人所编《中国经济全书》中说：

“安徽帮，又谓之徽宁帮，属于此帮之商人不过安徽省中徽

州、宁国二府之商人故也。”⑦或将二者视为依附关系。如

戴玉、范金民把“依附徽商，与徽商紧密联系”作为宁国商人

的第一个经营特点⑧。《中国商业通史》中说：“宁国商人依

附于势力更大的徽商，联手合作，形成徽宁商帮。”⑨董家魁

认为：“宁商在其发展过程中往往愿意协同徽商、与徽商联

合外出经营，以谋求共同发展。”瑏瑠

那么，说宁国商人“依附”于徽商是否妥当呢？徽宁思

恭堂（后改为徽宁会馆）、徽宁同乡会等合设组织的建立，无

疑是宁国商人、徽商关系密切的最集中体现。《上海徽宁思

恭堂记》中说：“宣歙多山，荦确而少田，商贾于外者什七八。

童而出，或白首而不得返，或中岁萎折，殓无资、殡无所，或无

以归葬，暴露于野，盖仁人君子所为伤心，而况同乡井者乎！

沪邑濒海，五方贸易所萃，宣歙人尤多。乾隆中，好义者置

屋大南门外备暂殡，此思恭堂所托始也。”瑏瑡道光十六年

（１８３６年），思恭堂呈请地方政府发布的保护告示中也说：
“职等籍隶徽宁。”瑏瑢道光二十四年（１８４４年），思恭堂司事公
同起草的《劝募茶捐序》中言：“上海徽宁思恭堂为两郡诸同

乡前辈捐建。”思恭堂规条和章程明确规定：“议司年，歙、

休、婺、黟、绩、宁郡，五县一郡，各司一年，轮流管理”，“议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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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王裕明：《明清徽州典商研究》，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
版，“绪论”第 ８页。

参见汪昌炳等：《近代徽商中的苏氏家族》；凌阜生：

《著名茶商、开明绅士刘敬之》；叶云：《太平茶商史话》；汪昌

炳等：《民国初年南京总商会会长徽商苏锡岱》；均载《徽商

系列丛书·近代商人》，黄山书社 １９９６年版，第 １０—２０、９１—
９５、１０６—１０９、１５８—１６３页。

参见陈朝曙：《苏雪林与她的徽商家族》，安徽教育出

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
唐宗力：《皖南农村调查》，武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版，第 ７２页。
（清）朱锦琮：《治经堂诗集》卷 ２《忆某商》，清道光四

年刻本。

李甜、陆洋：《宁国商人再探：明清皖南商帮的兴起及

其地域分化》，《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１３年第 ３期。
经济学会编译：《中国经济全书》第 ２辑，清光绪戊申

两湖督署藏板，第 ５０页。
戴玉、范金民：《宁国商人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

究》１９９８年第 ３期。
吴慧主编：《中国商业通史》第 ４卷，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第 ４７１ 页。
董家魁：《清代宁国府商业与商人研究》，安徽师范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６年，第 ３３页。
涂宗瀛：《上海徽宁思恭堂记》，上海徽宁思恭堂编：

《徽宁思恭堂征信录》，民国九年刻本。

江苏松江府上海县：“告示”，上海徽宁思恭堂编：《徽

宁思恭堂征信录》。



休、婺、黟、绩、宁五邑一郡，各司一年轮流，公同选择殷实之

家管理大总，经办堂中各项收支银钱出入，并收掌田房契据

租息等折”①。这些规定均得到切实执行②。思恭堂的“乐

输丝捐”、“长生愿”等项，也由宁国府泾县、南陵、旌德、太平

等县同徽州府属各县共同募捐③。民国元年（１９１２ 年），由

徽宁会馆董事创办的徽宁医治寄宿所，也是以“两府绅商捐

助戊申徽属水灾项下，尚余规元三千有奇”为基础，“经会馆

两府董事劝募两府善士捐资，集腋成裘始能开办”④。可

见，在徽宁思恭堂及其附设机构的创建、经费筹措和日常管

理等方面，宁国商人都拥有与徽商在一定程度上的平等地

位，并不存在明显的所谓依附关系。再如民国十二年（１９２４

年）成立的徽宁同乡会，“发起之初不过六七人而已，嗣经定

名‘徽州同乡会’，嗣又有宁属同乡加入共同组织，遂改今

名。”⑤如果宁国商人与徽商具有严格的依附关系，则又何

必将“徽州同乡会”改名“徽宁同乡会”呢？

由上可知，尽管徽商对宁国商人具有一定的引领、协助

之功，但将两者之密切关系理解为“合作”当比“依附”更妥

当。更何况，将宁国商人与徽商合称“徽宁商人”、“徽宁商

帮”、“徽宁帮”，或即使认可宁国商人依附于徽商的观点，与

“宁国商人是徽商”仍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再单就原宁国府太平县商人来说，学界对“徽州”始终

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张海鹏曾指出：徽学“是在原徽州（府）

下属六县（歙、黟、休宁、祁门、绩溪、婺源）所出现的既有普

遍性又有典型性并且具有一定学术含量的各种文化现象的

整合。它植根于本土，伸展于各地，即是由“小徽州”和“大

徽州”文化融合形成的内容丰富、品位较高的一座文化宝

藏。”⑥叶显恩在《徽州文化全书·总序》中说：“‘徽州文

化’，指的是原徽州属下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和婺源

等 ６县所出现的既有独特性，又有典型性，并具有学术价值

的各种文化现象的总和。”⑦可见，“徽州”既是一个空间概

念，也是一个历史概念，我们所讨论的徽商是特指以历史上

在徽州所辖地域为家乡的商人，而不能因今天原太平县所

属地域已划归黄山市，而把历史上的太平商人也视作徽商。

故而，无论将历史上的宁国商人，还是单将作为宁国商人组

成部分的太平商人视作徽商，都是不妥当的。

还有一种情况也间接导致了“徽商”概念的扩大化，即

将非徽商资料误为徽商资料，从而将非徽商作为徽商来研

究。如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手抄本《典业杂志》上、中

两册，两册封面分别题有“典业杂志上册，忏因主人录”、“典

业杂志中册，忏因主人录”，“录”字下面均有篆字“萱臣”印

章。除封面题字外，余皆正文，故该书作者姓名及生平仅从

本书中无法判断。正因如此，一些研究者将其误为徽商作

品或作为徽商研究资料。如陈联在《徽州商业文献分类及

价值》一文中说：“徽商编撰了许多辨识质量、成色的文献。

如《典业杂志》中的《管见集》。”⑧梅树平在《〈典业杂志〉的

文献价值》一文中说：“笔者在整理徽学资料过程中，发现一

本重要的徽州典业资料———《典业杂志》，该资料详细记载

了传统徽州典业的管理、经营等方面情况。”⑨王裕明在《徽

州典商研究》一书中说：“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徽州典

商文书类型多样……典业类书有《典业杂志》２册。”瑏瑠

事实上，该资料乃清末民国池州府石埭县人苏荫椿

所撰。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藏荫椿作品除《典业杂志》

外，另有《文稿》《信稿》《各大宪通电》《东鳞西爪》等资

料 ４ 种。其中《文稿》在《清人别集总目》中有著录：“苏

氏文稿，誊清稿本（安徽师大）。”瑏瑡“据《文稿》载，荫椿字

萱臣，号忏因主人、华胥老人，生于清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

年），１９３４ 年时仍健在。”瑏瑢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 年）苏荫

椿始进入其同族宁国府太平县人苏文卿所开典当中任

职，直至“光复以来，居停九典损失不少于六十万金，以

致同时歇业。椿于民国四年善后办毕，亦回里家居矣。”

１９２１ 年始又到南京通济公典中任职，“综计生平，服务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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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以上分别引自：《劝募茶捐序》《公议堂中规条》《道

光三十年庚戌十月公议增定章程》，上海徽宁思恭堂编：《徽

宁思恭堂征信录》。

例如在《徽宁思恭堂征信录》中，司总、两府司事名单

均按歙邑、休邑、婺邑、黟邑、绩邑、宁郡“五邑一郡”列出，司

给领衣棺及盘棺费保票等事也由歙邑、休邑、婺邑、黟邑、祁

邑、绩邑、宁郡“六邑一郡”轮流负责。

参见《乐输丝捐·己未乐输》《泾邑长生愿》《南陵长

生愿》《旌邑长生愿》《太邑长生愿》，上海徽宁思恭堂编：《徽

宁思恭堂征信录》。

以上分别引自：《徽宁医治寄宿所序》《试办简章二十

二条》，徽宁医治寄宿所编：《徽宁医治寄宿所征信录》，民国

五年刻本。

《徽宁同乡会成立大会纪》，《申报》１９２４年４月９日。
张海鹏：《徽学漫议》，《光明日报》２０００年 ３月 ２４日。
叶显恩：《徽州文化全书·总序》，安徽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总序”第 ３页。
陈联：《徽州商业文献分类及价值》，安徽大学徽学研

究中心编：《徽学》第２卷，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３８６
页。

梅树平：《〈典业杂志〉的文献价值》，《宿州教育学院

学报》２０１２年第 １ 期。
王裕明：《明清徽州典商研究》，“绪论”第 １３页。
李灵年、杨忠主编：《清人别集总目》（上），安徽教

育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６８０ 页。
苏荫椿生平，可参见李永卉：《苏荫椿年谱简编》，

《池州学院学报》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



业二十余年”①。《典业杂志》的内容均能与《文稿》中内容

相印证，是作为典商的苏荫椿之工作笔记与典业相关规章、

报道及政府文件之摘抄。尽管荫椿与徽商有交往②，甚至

还与徽州籍员工同在苏文卿典中共事③，《典业杂志》中也

有关于屯溪典当业的一些记载，但所涉屯溪宏元典、同裕典

等均为苏文卿所开，并非徽商所有④。可见，《典业杂志》既

非徽商作品，记述的也非徽州典商之经营活动，其作为近代

中国典当业之研究资料史料价值自不必说，但直接作为徽

商研究资料来用则未免欠妥。

鲁西奇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处于被给予的空间中，

人类的社会历史是在特定的空间里展开的，也在同时建构

了人类的空间，并受制于这个被给予的和人类主动建构的

空间，而且通过这个空间‘表现’出人类社会的秩序和结构。

这就是空间的力量。”⑤商帮史研究几乎都是以区域史研究

的面貌展开的，尽管区域史不同于地方史，但区域史中的

“区域”仍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由具有均质（同质）性社会诸

要素或单要素有机构成的，具有自身社会历史发展特征和

自成系统的历史地理单位”⑥，有着明确的空间边界。如徽

商研究中，“小徽州”即指徽州的地理空间，也即徽商研究的

学术边界，“大徽州”则特指出自“小徽州”的商人活动所及

之地，绝非指简单意义上的“外地”。因此，“徽商”有其特定

的空间意涵。历史上宁国商人与徽商关系密切就源于宁国

府、徽州府空间相邻、风俗相近。但空间作为地理存在时，

无法从属于另一空间，故作为历史空间的宁国府无法从属

于徽州府。何况，历史上的其他区域与徽州在历史文化、经

济发展等方面必定存在一定差异，作为生活在不同空间里

的商帮也必然存在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能简单地将

宁国商人等其他商帮纳入徽商研究范畴进行研究，这既不

符合客观史实和逻辑，也模糊了徽商研究既定的学术边界，

必然会对徽商乃至徽学研究造成一定的困扰。

三、徽商的籍贯问题

籍贯是判定商人身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标，这点当

毋庸置疑。王廷元就说：“所谓徽商，是指明清时期徽州府

籍的商帮集团。”⑦但如果过于强调籍贯而忽视其他因素，

则就在实际研究中难以操作，因为我们无法一一确认每位

商人的籍贯，对一些特殊情况也难以作出较为合乎情理的

判断。民国《绩溪庙子山王氏谱》的作者王集成，曾为自己

准备纂修的《绩溪县志》撰拟序目，在拟定编写的“食货志”

序中说：

惟绩溪人民恃商以为衣食者十五六，其专以货殖著者

从《史记》例，专列货殖一目。……朱子生于剑州之尤溪尉

官舍，其祖墓并在建州之政和，本省以建州籍登第，且久居

崇安，而自署新安朱熹，诚以世系本源悉在婺源，不应自我

而绝，固贤者熟计。胡光墉虽生于浙江，又久客宁波，商寓

杭州，而其本籍则属绩溪胡里，当日阜康庄所用人往往为绩

溪同乡，其捐助绩溪城隍庙大铜钟存胡里。胡氏之至杭州

者亦颇与之周旋，不忘绩溪，固视朱子新安为尤切。今各志

传均以为杭州人是，岂光墉之志？特为立传⑧。

这条材料可以说是对有关胡雪岩（即胡光墉）归属问题

论争的一个极好的注解⑨。在这里王集成明确指出，尽管

胡雪岩已入籍杭州，但由于其自我认同仍为绩溪，故在《绩

溪县志》中就应为其立传。

封建时代人们的乡土和籍贯观念较为强烈，加之入籍

外地难度较大，如据嘉庆《如皋县志》载：“其客户、外户有田

地、坟墓二十年，听于所在隶名，即编为户。”瑏瑠道光《重修仪

征县志》规定：“其客户、外户有田地、坟墓二十年者，准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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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苏荫椿：《致吴玉山表侄　丙寅十二月十六日》，
《文稿》，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手抄本。

例如苏荫椿在《文稿·重修回驴岭脚大路碑记》中

说：“黟人朱晋侯、舒振庭、舒宾门三君子，尤与余善，三君者

皆钱商领袖也。”

例如苏荫椿在《文稿·覆吴味?　壬寅二月二十六
日》中说：“味?名本，歙县人。性聪颖，读书三年，出而习

典业，暇则攻书不辍，久之竟能作诗词，句颇清丽不俗，洵异

才也。在同春典共事两年，甚相契合。予客中交友自味?

始”。

参见苏荫椿：《屯溪宏元典、同裕典议约》《屯溪宏元

典顶约》《屯溪苏同裕典规章》《屯溪同裕典遵奉宪示核定榜

规十条开列呈电》，《典业杂志》，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手

抄本。

鲁西奇：《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 ２０１４年版，第 ６页。
徐国利：《关于区域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区域史

的定义及其区域的界定和选择》，《学术月刊》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

张海鹏、王廷元主编：《中国十大商帮》，第 ４４０页。
王集成纂修：《绩溪庙子山王氏谱》卷末之四，民国二

十四年铅印本。

参见欧阳跃峰：《胡光墉籍贯考辨》，《近代史研究》

１９９３年第 ５ 期；胡维平：《对胡雪岩籍贯的几点辨析》，《黄山
学院学报》２００５ 年第 ２期。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中国文物报》也
曾发表关于胡雪岩籍贯的系列讨论：高念华：《胡雪岩籍贯

浙江杭州人》（２００５ 年 ９月 ２ 日）；胡维平：《对〈胡雪岩籍贯
浙江杭州人〉的几点辨析》（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高念华等：
《评析：误认胡雪岩为绩溪人的例证》（２００５ 年 １２月 １６日）；
胡维平等：《胡雪岩籍贯安徽绩溪的事实无法否定》（２００６年
６月 １６日）；高念华等：《从杭州胡雪岩的祖坟墓碑再谈胡雪
岩籍贯》（２００６年 ８月 ２５ 日）。

嘉庆《如皋县志》卷 ４《赋役一·户口》，清嘉庆十三
年刻本。



籍，俱为民户，无田地者曰白水人丁。”①这些要求对异地经

营的普通商人来说显然不易做到，有侨寓杭州的徽商为取

得入籍资格，甚至把已归葬徽州的先人遗骸重新迁到杭州

埋葬②。故有在外侨寓甚至百年以上而保持徽州原籍者，如

歙县《周邦头周氏族谱正宗·序》载：“自嗣晨公始迁于芜

也，由一世二世以至我高曾祖考更七世矣，而我祖茂洋公以

道光戊子举人联捷成进士，供职农部，犹徽籍也。入芜湖籍

者自我先伯镇裕公始，至我仅两世耳。”③近代以降，社会遽

变，由于经商或生活的客观需要，加之籍贯观念的逐渐淡漠

或虚化④，徽商寄籍外地者日多。据万历《歙志》载：“九州

四海尽皆歙客，即寄籍者十之四五之列。”即在明代万历年

间，徽州人寄籍他乡者乃十之四五，仍籍贯乡里者则十之五

六。而据唐力行对清末民国徽州汪氏宗族在杭州寄籍情况

的统计，当时“寄籍者已达十之七八，而籍贯乡里者仅为十

之二三了”⑤。

对于长期甚至数世侨居外地而仍保持徽州原籍的商

人，我们能否依据籍贯标准而径直判定其为徽商呢？反之，

对于那些寄籍外地不久但与徽州原籍关系密切的商人，我

们又能否依据籍贯标准而径直否定其为徽商呢？恐怕均不

够妥当。王集成关于朱熹“自署新安朱熹”、胡雪岩“不忘绩

溪”的论述对讨论这个问题无疑具有启发意义。我们认为，

对于寄籍外地的徽州商人，尽管他们的籍贯已经不是徽州，

但只要他们与徽州老家关系仍旧密切，或者仍对徽州保持

一定程度的家乡认同感，我们仍应将他们视为徽商。事实

上，如果将寄籍徽商一律排除出“徽商”队伍，则不仅明清徽

商研究中的很多立论都站不住脚⑥，甚至近代徽商研究都无

从下手。反之，对于那些侨居外地甚久且与徽州几乎完全

隔断联系之徽州籍商人，再视为徽商也几无实际研究意义

了。关于祖籍徽州的商人，王裕明提出：“将祖籍徽州的典

商视为徽州典商，主要在于将从徽州迁至异地的徽人及其

后裔仍视为徽民。迁至异地的徽人及其后裔，有的离开徽

州不久，尚与祖籍保持一定的联系；有的离开徽州数十年甚

至数百年，与祖籍久无联系。对于离开祖籍不久且保持联

系的徽人及其子孙，尚可视为徽民；对于离开祖籍久远且无

联系的徽人及其后代，则不应视为徽民。”⑦这种做法无疑

是可取的。

余　论

无论是将“徽商子弟”误为“徽商”，还是“徽商”概念的

扩大化，以及对徽商“籍贯”的过于重视或轻视，都会使相关

讨论失去应有的意义，从而造成徽商研究的困扰。而这三

种倾向不仅存在于徽商研究中，在其他商帮史的研究中也

同样存在。正因如此，在今后的商帮史研究中，研究者必须

高度重视商人身份的判定，应当坚持三个原则：一是严格恪

守史学求真原则，既不能将“商人子弟”与“商人”混为一谈，

也必须注意辨别史料；二是严格遵守历史原则，即将商帮史

研究放到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而不能将历史与现实

混淆，以现实的空间范围代替历史的空间范围，从而造成学

术边界的模糊；三是注意制度与“人”结合的原则，即在判定

商人归属地问题时，既要高度重视商人的籍贯，又不能唯籍

贯是从，还应综合考虑商人的自我认同、商人与家乡的联系

等人性化的因素，唯有如此，做出的判断和结论才会更加合

情合理。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六百年

徽商资料整理与研究”（１３＆ＺＤ０８８）的阶段性成
果。］

作者简介：梁仁志（１９８０ －　），男，安徽长丰
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历史学

博士。

责任编辑：郝红暖

①道光《重修仪征县志》卷 ２《食货志一·户口》，江苏
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１５３页。

②据《杭州汪氏振绮堂宗谱》卷 ３《志乘》载：“康熙二十
九年庚午夏曾祖考妣卜葬于新安休邑之石壁山。”“康熙三

十四年（１６９５ 年）先考妣卜葬于灵隐之莲花峰。”“康熙三十
八年先祖考妣又自黟而迁浙，卜葬于龙门山。”

③周,

忠：《序》，周友仲等修：《周邦头周氏族谱正宗》，

民国十九年刊本。

④即“徽州”从实际上的籍贯之地变为“意识上”的故
乡。如一入籍和定居杭州的徽商后代就说：“徽州就是我的

故乡，但是我生长在外地，所以徽州不过是我意识上的故乡

罢了。”李绍中：《徽州》，《中学生文艺季刊》１９３５ 年第 １ 卷第
１ 号，第 ５６页。

⑤唐力行：《徽州文化全书·徽州宗族社会》，安徽人民
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３１３页。

⑥尽管张海鹏、王廷元等将徽商定义为“明清时期徽州
府籍的商帮集团”，但在诸位撰述的《徽商研究》《徽州文化

全书·徽商》等徽商研究的经典著作中，仍有大量寄籍徽商

的存在。

⑦王裕明：《明清徽州典商研究》，“绪论”第 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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